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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风险应对力塑造 

——来自中国保险业的证据 

 

内容提要：风险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瓶颈，然而现有

研究缺乏对风险应对力的讨论。本文试图检验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进而

为理解我国新冠疫情期间的风险管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公元前 221—

1911 年的省级历史疫情数量数据，本文发现，历史疫情对风险应对力有显著的长

期影响。基于 2011—202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得到新冠疫情发生后，历史疫

情数量较多的省份的风险应对力更强，且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是在以国家

能力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这

一结果不光为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也促进了人们

对风险事件的积极作用的理解。 

关键词：疫情  风险应对力  保险  中国经济 

 

一、引言 

风险应对力是评估文明变迁史的一项重要标杆，与生产力一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逻辑

（陈志武，2022）。然而，学界侧重于评估生产力发展（茅锐，2017；荣兆梓，2017；姜锡

东，2022），而较少讨论风险应对力。就我国现实而言，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瓶颈。虽然生产力不断发展，但是风险应对力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若本文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即使在我国的不同省份，风险应对力也存在巨大差异。新冠疫

情期间，部分省份反应迅速、防控有效，而部分省份防控不力，导致确诊人数增加。① 这意

味着风险应对力的省份差异较大，且其分布和生产力的省份分布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现象不

禁引人深思，我国各省的风险应对力缘何存在较大差异？

要想回答风险应对力的省份差异之谜，本文不能照搬经济增长的解释，而要理解风险的

特征和应对风险制度的起源。首先，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是否发生、发生的时间和发生

的原因及结果是不确定的。其次，为了将不确定的风险转化成确定性损失，应对风险的一项

制度——保险制度产生了。保险制度运用大数法则量化风险，从而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中

国近代保险业的发展及各省保险业发展的先后及发展程度为本文提供了衡量风险应对力省

份差异的机会。 

为了理解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首先，本文使用横截面回归检验历史上疫情数

量更多的省份是否会形成更多的保险机构。继而，本文基于保险机构数量、保险深度和保险

密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新冠疫情前后各省份的风险应对力是否有显著变化，

从而确立疫情与风险应对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主要包含以下三点贡献。首先，本文从风险应对力的视角补充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相

关研究。当前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仍聚焦于土地供给的视角（赵扶扬等，2021）、人力资

本的视角（李静等，2017）、产业结构的视角（朱民等，2020）或科学技术的视角（何小钢

等），从风险应对力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虽然已有研究从收入分配、无效投资和经济杠杆

率等方面提出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但仍

 
①
   即使是在生产力发展程度极高的北京市，新冠疫情期间的确诊人数居高不下。相反，生产力发

展程度较低的西藏自治区，新冠疫情期间的确诊人数长年保持低位。 



然没有深入探讨风险应对力。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省份风险

应对力。 

其次，本文拓展了对风险应对力的测量。生产力指标的测量十分明确，农作物单产（Lin，

1992）、工业增加值（林毅夫等，2003）和地区生产总值（许宪春，2021）等都能直接测量

生产力指标。马科维兹的均值方差理论说明，类似于均值与方差相对应，生产力指标也与风

险应对力指标相对应，即应存在与生产力指标等量的风险应对力指标（Markowitz，1952；

林展，2022）。然而，风险应对力的测量较为困难。要想测量风险应对力，需要寻找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的指标：第一，其效果应与风险相关联；第二，其效果在风险发生前后存在不同

程度的变动。本文使用的保险机构数量满足了上述条件，是对风险应对力的一次直观测量。 

最后，本文讨论了以一项人类面临的灾害冲击——疫情为例，发掘了灾害冲击的积极影

响。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既不是讨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灾害冲击（Jones and Olken，2010；

Cavallo  et al.，2013；Duqi et al.，2021；李书娟等，2021），也不是讨论灾害脆弱性（Bai 

and Kung，2011；陈强，2015；王遥和王文蔚，2021；程时雄和何宇航，2023），而是讨论

灾害冲击带来的积极影响。本文指出灾害冲击不只有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灾害冲击可以助

推人类提高风险应对力。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保险制度和疫情的背景，第三部分描述数

据，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排除替代解释，第六部分讨论机制，第七部分得到结

论与启示。 

 

二、背景 

（一） 中国保险制度的起源和保险机构分布 

保险制度的起源离不开风险的助推。人们为了增强风险应对力，不断探索防范风险和化

解风险的措施。实际上，现代保险制度萌芽于海上贸易，由于海上贸易面临巨大的风险，如

气候风险、疫情风险等，人们制定了共同海损原则——在海上贸易中为了应对气候风险而不

得不抛弃的货物，由所有受益的商人共同承担损失。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海上贸易的增长，

中国贸易过程中面临的海上风险增加，保险需求增加，保险制度也被中国广泛地采用。 

随着保险制度的发展，中国涌现出了诸多的保险机构。1805 年，广州保险行成立，这

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家保险企业（中国保险学会，2022）。1875 年，保险招商局成立，这

是第一家民族保险企业。此后，中国各省陆续成立了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然而，中国各

省的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部分省份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远高

于其他省份。除了各省的经济差异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外，本文猜想历史上的风险影响了各省

保险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 

（二） 历史上的疫情和近年的新冠疫情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一项风险便是疫情。由于历史上的医疗条件不够

发达，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命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人们长期探索应对疫情的方法，

以期降低生命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造成的损失。一个著名的历史疫情事件发生在 1911 年，

我国东北地区肺鼠疫流行，并造成超过 6 万人死亡，晚晴政府耗银 1000 余万两应对肺鼠疫。

疫情不仅危害性大，而且分布广泛，各省发生疫情的时间和概率不一致。例如，1900 年，

江西省发生重大疫情，而到了 1901 年，福建省发生重大疫情。历史上所有省份均发生过重

大疫情，但不同省份发生疫情的次数存在差异。在公元前 221 年—公元 1911 年间，江西省

共发生重大疫情 27 次，福建省共发生重大疫情 20 次。 

近年发生的一项重大疫情是 2019 年年底在湖北省率先爆发的新冠疫情。这场新冠疫情

很快在 2020 年便蔓延至全世界，其中，我国所有省份均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统计，截至 2023 年 8 月，全球累计新冠疫情确诊病例超过 6.93 亿例，全球累计



新冠疫情死亡病例超过 690 万例，足以说明疫情这一风险事件的严重危害性。在这场新冠

疫情中，本文观察到了各省份不同的反应速度和应对策略。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各省

疫情应对力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数据 

本部分内容将介绍本文涉及的风险应对力、疫情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建构方法。 

（一）风险应对力  

风险应对力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由于风险应对力的测量较为困难（林展，2022），本

文考虑使用能够体现风险应对力的保险公司数量作为风险应对力的度量指标。由于保险制度

致力于应对风险，本文假设一个省份保险公司数量越多，代表这个省份的风险应对力越强。

本文使用的保险公司数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本文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官网上爬取了所有保险许可证信息数据，①  并将数据基于省份进行加总得到各省份保险公

司数量。 

本文在替代解释部分还使用了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数据，用来衡量保险在经济增长中的

重要性。本文的保险深度是指某个省份的所有保费收入总和与该省份地区生产总值（GDP）

的比，用来衡量该省份保险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本文从《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得

到各省保费收入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各省份 GDP 数据，并将两者相比得到保

险深度数据。 

本文的保险密度是指按省份统计的常住人口平均保险费的数额。它标志着该省份保险业

的发展程度，也反映了该省份与保险相关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从《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

得到各省保费收入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常住人口数量数据，并将两者相比得到

保险密度数据。 

（二）疫情 

疫情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具体来说，本文用公元前 221—公元 1911 年的疫情数量

度量历史风险。本文从《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中收集了公元前 221—公

元 1911 年发生的所有疫情记录，并按省份汇总得到疫情数量数据。附录中的图 A2 展示了

历史疫情数量的数据来源，附录中的图 A3 展示了历史疫情数量这一变量的构造过程。 

本文将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作为本文的处理组。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历史上的疫情

数量作为历史风险强度的测量。一个省份历史上疫情数量高于全国均值意味着该省份遭受的

风险较大，可以用来观测历史风险的长期影响。由于新冠疫情最早于 2019 年发生，本文设

定了是否是新冠疫情发生后（是否是 2019 年及之后）这一虚拟变量，并与历史上是否发生

疫情或者历史上的疫情数量相乘构造交互项，以考察历史风险较大的省份在最新重大风险事

件中的风险应对力。 

（三）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经济增长对风险应对力的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经济增长在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易纲等，2003；Acemoglu，2008），一些实证研究也将经济增长视为影响保险

的重要因素（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Pradhan et al.，2017）。因此，本文从《中国统计年

鉴》中获取了 2011—2021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口密度数据，以期控制经济增长

对风险应对力的作用。表 1 汇报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①   拥有保险许可证的公司才被允许经营保险业务，因此，拥有保险许可证的公司被纳入本文的保

险公司数量计算中，附录中的图 A1 展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上的保险许可证信息。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数据结构 数据来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2021年保险公司数量（千个） 省级截面 A 31 2.965 2.041 

保险公司数量（千个） 省级面板 A 341 2.552 1.803 

自变量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省级截面 C 31 0.742 0.445 

历史上的疫情数量（次） 省级截面 C 31 11.032 13.220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新冠疫情

发生后 

省级面板 C 341 0.135 0.342 

历史上的疫情数量*新冠疫情发

生后 

省级面板 C 341 2.006 7.000 

控制变量      

人均生产总值（元/人） 省级面板 D 341 5.562 2.866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省级面板 D 341 2875.155 1147.375 

拓展变量      

税收收入（千亿） 省级截面 D 31 2.703 2.531 

家谱数量（千册） 省级截面 E 31 1.441 2.761 

保险深度（%） 省级面板 B、D 341 57.440 123.076 

保险密度（元/人） 省级面板 B、D 341 356.828 869.458 

是否高技术水平 省级面板 D 341 0.516 0.500 

是否高税收负担 省级面板 D 341 0.645 0.479 

数据来源： 

A：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https://xkz.cbirc.gov.cn/bx/）； 

B：《中国保险统计年鉴》； 

C：《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 

D：《中国统计年鉴》； 

E：《中国家谱总目》。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置 

实证分析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𝑅𝑖𝑠𝑘𝑀𝑎𝑛𝑎𝑔𝑒𝑚𝑒𝑛𝑡𝑝 = 𝛼 + 𝛽1𝐸𝑝𝑖𝑑𝑒𝑚𝑖𝑐𝑝 +𝑋𝑝 + 𝜀𝑝                     （1） 

式（1）中的 p 表示省份。被解释变量𝑅𝑖𝑠𝑘𝑀𝑎𝑛𝑎𝑔𝑒𝑚𝑒𝑛𝑡𝑝𝑡是 p 省 2021 年的风险应对

力，核心解释变量𝐸𝑝𝑖𝑑𝑒𝑚𝑖𝑐𝑝是 p 省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或者历史上的疫情数量。𝛼是常

数项，𝑋𝑝是控制变量，𝜀𝑝是随机扰动项。𝛽1是本文关心的系数，它刻画了历史上的疫情数量

对当今各省风险应对力的长期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历史疫情如何塑造风险应对力，本文引入了由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或

者历史上的疫情数量和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交互项，估计模型的设定如下： 

𝑅𝑖𝑠𝑘𝑀𝑎𝑛𝑎𝑔𝑒𝑚𝑒𝑛𝑡𝑝𝑡 = 𝛼 + 𝛽2𝐸𝑝𝑖𝑑𝑒𝑚𝑖𝑐𝑝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𝑋𝑝𝑡 + 𝛿𝑝 + 𝜆𝑡 + 𝜀𝑖𝑡     （2） 

式（2）中的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𝑅𝑖𝑠𝑘𝑀𝑎𝑛𝑎𝑔𝑒𝑚𝑒𝑛𝑡𝑝𝑡是 p 省 t 年的风险应对力，核

心解释变量𝐸𝑝𝑖𝑑𝑒𝑚𝑖𝑐𝑝 × 𝑃𝑜𝑠𝑡𝑡是 p 省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或者历史上的疫情数量和新冠

疫情发生后的交互项。𝛿𝑝是省份固定效应，用以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如文化、地

理因素等。𝜆𝑡是年份固定效应，其余变量设定与式（1）相同。𝛽2是本文关心的系数。若𝛽2

显著为正，意味着历史风险较大的省份在最新重大风险事件中的风险应对力能够得到有效提

升。若𝛽2显著为负，意味着历史风险较大的省份在最新重大风险事件中的风险应对力反而会

降低。若𝛽2不显著，意味着历史风险对风险应对力不存在塑造作用。 

（二）历史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长期影响 

本文使用式（1）估计了历史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长期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2。第（1）



列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各

省份的经济增长。就估计结果来说，第（1）列和第（2）列保险公司数量对历史上是否发生

疫情回归的估计系数较为接近且正向显著。进一步，本文检验了历史上的疫情数量对风险应

对力的影响。第（3）列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历史上的疫情数量，第（4）列在第（3）列的基

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人均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口密度。以第（4）列的估计结果为例，实证估计

的结果表明，如果一个省份历史上的疫情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当今的保险公司数量会增加

约 104 家。这意味着长期来看，历史疫情对风险应对力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 

表 2                 历史疫情对风险应对力长期影响的估计结果 

 保险公司数量 
 (1) (2) (3) (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1.843*** 1.865***   

 (0.571) (0.599)   
历史上的疫情数量   0.099*** 0.104*** 

   (0.029) (0.028) 
常数项 1.598*** 1.254 1.876*** 0.916 

 (0.360) (1.442) (0.363) (1.01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31 31 31 31 

R2 0.161 0.183 0.409 0.466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字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新冠疫情影响下的风险应对力 

本文通过标准双重差分估计来进一步讨论以上估计结果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最新发生

的新冠疫情，以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为处理组，没有发生过疫情的省份为控制组，考察

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表 3 中的第（1）列结果显示，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相

对于没有发生过疫情的省份，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风险应对力显著增加 0.258。就影响幅度

而言，增加一单位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和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交互项的标准差（0.342），会使

风险应对力增加 0.088（0.258*0.342），即会使风险应对力增加 0.049（0.088/1.803）个标

准差。第（2）列控制了人均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口密度，估计结果仍然稳健。这为疫情对风

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 3                 疫情对风险应对力塑造作用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保险公司数量 
 (1) (2) (3) (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后 

0.258** 0.293***   

 (0.097) (0.096)   
历史上的疫情数量*

新冠疫情发生后 

  0.013** 0.014** 

   (0.005) (0.005) 
常数项 2.517*** 2.654*** 2.526*** 2.640*** 

 (0.013) (0.273) (0.011) (0.260)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R2 0.988 0.988 0.989 0.989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字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强度双重差分估计 

在上一节中，本文指定了一个二元处理变量——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并在历史上有疫

情发生的省份和没有疫情发生的省份之间进行比较。这一做法包含一条隐含的假设，处理效

果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也许是过强的，本文需要进一步放松这一假设，一些历史上有疫情发



生的省份可能由于历史上的疫情数量不同，塑造出不同程度的风险应对力。因此，本文使用

了历史上的疫情数量作为处理变量，代替了基准回归中的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测量疫情历

史影响的强度。 

表 3 中的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强度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第（3）列结果显示，

一个省份在历史上的疫情数量每增加一次，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风险应对力显著提高 1.3%。

第（4）列控制了人均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口密度，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五）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新冠疫情之前，历史上发生过疫

情的省份和没有发生过疫情的省份在风险应对力上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

设，本文将新冠疫情这一二元冲击分解为一个为期 9 年的连续变量，等式（3）展示了这一

模型设定。  

𝑅𝑖𝑠𝑘𝑀𝑎𝑛𝑎𝑔𝑒𝑚𝑒𝑛𝑡𝑝𝑡 = 𝛼 + ∑ 𝛽𝜏𝐸𝑝𝑖𝑑𝑒𝑚𝑖𝑐𝑝,𝑡+𝜏
3
𝜏=−5,𝜏≠−1 × 𝑌𝑒𝑎𝑟𝑡 + 𝑋𝑝𝑡 + 𝛿𝑝 + 𝜆𝑡 + 𝜀𝑖𝑡（3） 

本文将等式(3)中的二元冲击变量𝑃𝑜𝑠𝑡𝑡替换为特定年份变量𝑌𝑒𝑎𝑟𝑡，变量指定疫情是否

在相应年份发生。𝛽𝜏的估计向量揭示了每一年份中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和没有发生过疫

情的省份之间的差异。若疫情能够塑造风险应对力，本文应当预期𝛽𝜏在新冠疫情发生（2019

年）之前是不重要的，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显著为正。图 1 给出了 95%的置信区间估计

结果，这与本文的预期大体一致。结果表明，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

份和没有发生过疫情的省份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说明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规范

性。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相较于没有发生过疫情的省份的风险应

对力逐步显现。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六）区域异质性 

由于风险应对力提高是由疫情带来保险需求引致的，新冠疫情发生后，技术水平较高的

省份可以凭借技术力量应对风险。这反过来表明，在技术水平较低的省份，当地风险应对力



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因为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省份诉诸保险。这就引

出了本文的技术假说：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在技术水平较低的省份更为显著。 

此外，从省份官员的角度来看，采取风险应对措施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从中赚

取的租金的影响。如果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允许官员有更多的寻租机会，本文预计官员所在

的省份会有强的动机应对风险，因此在疫情发生后，寻租现象较严重的省份风险应对力更强。

因此，本文得到了寻租假说: 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在寻租现象较严重的省份更为显

著。 

本文利用疫情的区域异质性来检验技术假说和寻租假说。技术假说指出，在技术水平更

低的地区，新冠疫情之后，风险应对力会增加。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样本期内的专利申请数

量来衡量不同省份的技术水平（Cheung and Ping，2004；黄勃等，2023），并根据特定省份

的专利申请数量是否超过平均值将本文的样本分为高技术水平组和低技术水平组。如图 2 中

的面板 A 所示，本文发现在低技术水平的省份，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能力确实更为显

著，从而证明了技术假说。 

另一方面，寻租假说预测，在有更多寻租机会的地区，新冠疫情之后，风险应对力会增

加。为了衡量地方的寻租机会，本文考察了税负异质性的作用。我国地方官员可以给企业增

加额外负担，以便为他们喜欢的项目融资或增加他们自己的消费(Piotroski et al., 2015)。因

此，较高的税收负担转化为地方官员从企业榨取租金的更大机会(Frye and Shleifer, 1997)。

按照这个逻辑，本文用销售税和附加税除以工业总产值来计算税收负担(He and Peng, 2022)，

作为当地寻租机会的代理变量，并根据特定省份的税收负担是否超过平均值将本文的样本分

为高税收负担组和低税收负担组。本文在图 2 的面板 B 中展示了结果，本文发现风险应对

力的增加确实在税收负担较高的省份更大，从而证明了寻租假说。 

 
图 2  疫情塑造风险应对力的区域异质性结果 

五、替代解释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能会受到与新冠疫情同时发生的三种替代解释的威胁。首先，由

于测量误差问题，观察到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可能并不反映实际风险应对力的增加，而可能

是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其次，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可能是贸易变化的结果。最后，观察



到的风险应对力增加可能只是保险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提高造成的。在这一节中，本文排除

了上述三种替代解释，并表明在考虑了三种替代解释之后，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仍

然存在。 

（一）风险应对力的测量 

本文使用保险公司数量来测量风险应对力。然而，即使不存在疫情这一冲击，各个省

份风险应对力的变化趋势也可能不一致。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存在自身经营扩张，保险公司

会在各个省份设立多个营业网点，方便进行保险业务经营（栾存存，2004；Mayers and 

Smith，2010）。这些保险公司的营业网点大多只进行保险销售，很少进行风险管理。因

此，基准回归中观察到的风险应对力增加可能是由于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而不是实

际风险应对力提高。 

为了排除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这一替代解释，本文采取了两种实证策略。首先，

本文将保险公司的营业部删除，只使用省份中实际参与风险应对的保险公司进行回归，得

到表 4 中第（1）列的结果。其次，本文将“是否有保险公司营业部”这一变量与基准回归中

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互，得到衡量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的三重差分项，发现在表 4

中的第（2）列，这一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基于表 4 中第（1）列和第（2）列

的结果，本文排除了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造成风险应对力提高的这一替代解释。 

（二）贸易活动 

关于风险应对力提高的另一种解释是，贸易活动可能引致风险（Fitzgerald，2012；Yang 

and Birge，2018）。根据这种说法，当贸易活动存在时，风险应对力会提高。为了排除这

种替代解释，本文删除了历史上有沿海通商口岸的样本，得到表 4 中第（3）列的结果，

即排除贸易活动影响后，疫情仍然存在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同时，本文也使用历史

上是否发生疫情、新冠疫情发生后和是否有沿海通商口岸这一三重交互项，直接检验了贸

易活动的作用，得到表 4 中第（4）列的结果，即贸易活动的作用不显著。基于表 4 中第

（3）列和第（4）列的结果，本文排除了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扩张造成风险应对力提高的

这一替代解释。 

表 4                排除风险应对力的测量和贸易活动的替代解释 

 保险公司数量 
 (1) (2) (3) (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后 

0.293*** 0.309*** 0.241** 0.257** 

 (0.096) (0.108) (0.096) (0.095)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后*是

否有保险公司营业部 

 -0.002 13.095** 13.546** 

  (0.00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后*是

否有沿海通商口岸 

   0.147 

    (0.156) 
常数项 -8.249*** 2.614*** 2.309*** 2.701*** 

 (0.273) (0.284) (0.337) (0.27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R2 1.000 0.988 0.989 0.989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字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保险的经济增长地位 

从经济增长和风险应对力的框架中看，基准回归中观察到的风险应对力增加可能只是

保险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提高造成的（Taub，1989；蒲成毅和潘小军，2012），而非是

保险在风险应对上发挥了作用。为了排除经济增长的解释，本文追踪了保险深度和保险密

度的变化，使用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标准双重差分估计。表 5

的估计结果发现，新冠疫情前后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不存在显著变化，从而排除了这种

担忧。 

表 5                     排除保险的经济增长地位的替代解释 

 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 
 (1) (2) (3) (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后 

-6.585 -7.353 -24.019 -77.182 

 (10.921) (10.328) (195.038) (172.257) 
常数项 58.328*** 35.512 360.068*** -491.250 

 (1.473) (31.154) (26.310) (678.064)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R2 0.965 0.966 0.874 0.883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字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机制分析 

本文已经验证了疫情与风险应对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节将进一步讨论文献中介绍的两

种潜在机制——国家能力机制和宗族文化机制，从而解释疫情如何塑造风险应对力。 

要想塑造风险应对力，就必须要有完善的语言体系记录风险，精巧的数学方法量化风险，

以及可执行的制度框架控制风险。早在有历史记载的疫情之前，我国已经发明了完善的语言

体系和精巧的数学方法，给定这一先后逻辑，本文无法得到疫情改变语言体系和数学方法的

证据。因此，本文应当从可执行的制度框架出发，探索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 

本文进一步拆解可执行的制度框架，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视角考察疫情对风险

应对力的塑造作用。首先，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表明，风险应对力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

（Besley and Persson，2010；陈龙，2020）。灾害冲击促进了国家能力的起源与发展（Bai 

and Kung，2011；冯晨等，2021），其中，新冠疫情是对国家能力的检视（姜长云和姜惠

宸，2020）。为了检验这一国家能力机制，本文考察了历史上的疫情数量对国家能力的长期

影响。本文使用税收收入这一经典的指标测量国家能力（Besley and Persson，2009；Balan 

et al.，2022）。表 6 中第（1）列的结果表明，历史上发生疫情的省份，国家能力显著提升；

第（2）列的结果表明，历史上疫情的数量增加，也会显著提升国家能力。这表明国家能力

是疫情塑造风险应对力的重要机制。 

其次，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表明，包括宗族文化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也可以应对风险（金

智等，2017；Huang et al.，2022）。本文使用家谱数量代理宗族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Cao 

et al.，2022）。表 6 中第（3）列的结果表明，历史上发生疫情的省份，宗族文化的力量显

著增加；第（4）列的结果表明，历史上疫情的数量增加，也会显著增加宗族文化的力量。

这表明宗族文化也是疫情塑造风险应对力的重要机制。总之，疫情通过以国家能力为代表的

正式制度和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一同塑造了风险应对力。 

  



表 6                      历史疫情塑造风险应对力的机制分析 

 国家能力机制 宗族文化机制 
 (1) (2) (3) (4) 

历史上是否发生疫情 1.775***  1.649***  

 (0.458)  (0.588)  
历史上的疫情数量  0.081***  0.122* 

  (0.008)  (0.068) 
常数项 -2.406** -2.507*** -1.637 -2.293* 

 (1.057) (0.848) (1.446) (1.346)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31 31 31 31 

R2 0.522 0.602 0.145 0.407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字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七、结论与启示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与风险抗争的历史。本文实证检验了历史疫情对人类风险应对力

的塑造作用，试图为理解我国疫情期间的风险管理提供一个统一经济增长与风险应对力的分

析框架。基于公元前 221—1911 年的省级历史疫情数量数据，本文试图实证检验历史疫情

数量对风险应对力的影响。使用保险公司数量作为风险应对力指标的代理变量，本文发现历

史疫情数量增加一单位会导致当今保险公司数量显著增加 104 家。基于 2011—2021 年的

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还发现，新冠疫情发生后，历史上发生过疫情的省份的风险应对力显著

提高。这种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是在以国家能力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以宗族文化为

代表的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本文的发现不光为疫情对风险应对力的塑造作用提供了基于系统历史数据的直接的经

验证据，也增加了对诸如疫情之类的风险事件的理解。对于那些依然将发展目标局限于经济

增长且深陷于风险事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本文的结果凸显出风险事件带来的积极作用。最

后，就现实意义来说，优化疫情期间公共政策的必要条件在于对疫情影响社会经济的合理解

释。前现代中国在疫情等相关历史数据上的质量优势，也使得本文可以克服该议题受制于长

期风险数据不可得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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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ing Effect of Pandemic on Risk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Abstract: Ris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the discussion on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est the shaping effect of pandemic on risk management, and 

then provide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isk management against the Covid-

19 in China.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data of provincial historical pandemic from 221BC to 

1911AD,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historical pandemic has a significant long-term effect in shaping 

risk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AD to 2021AD, this paper finds 

that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risk management of province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pandemics has been improved. The shaping effect of pandemic on risk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formal system represented by national capacity and informal 

system represented by clan culture. This finding not only provides direc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haping effect of pandemic on risk management, but promo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risk event. 

Keywords：Pandemic; Risk Management; Insurance; China’s Economy 

  



附录 

 

图 A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保险许可证信息 

  



图 A2  历史疫情数量的数据来源 

  



 

图 A3  历史疫情数量的变量构造 

浙江省在 199年的疫情数量记为 1 


